
谁的“上帝之赌”？
———帕斯卡尔与中国

纪建勋

　 　 摘　 要：帕斯卡尔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人文学界以往大多聚焦在平行研究方面探讨帕斯
卡尔对中国文化的可能影响。实际上帕斯卡尔与东西文明交流的关系不仅限于此，其与中国文化之间还有着

多重更为直接与特别的事实联系。影响深远的“上帝之赌”到底是谁率先提出来的？以相关原始文献为中

心，可以考辨庞迪我在中文语境下提出的“上帝之赌”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帕斯卡尔“打赌说”两种学说各自的

产生背景、思想蕴涵，厘清两者间是否存有一种影响的可能性；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从道德神学、圣

经年代学以及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三个方面全面梳理帕斯卡尔与中国社会宗教的渊源，辨析莱布尼茨、帕斯卡

尔与中国耶稣会之间的三角关系，以期在中国还原出真正的帕斯卡尔。

关键词：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思想录；上帝之赌；打赌说；庞迪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

引　 　 言

学界对 １７世纪法国文学的关注相对较少，有限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莫里哀、高乃依、拉辛等人的戏
剧创作以及布瓦洛的诗学展开。对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创作的研究尤为薄弱，而其中的代表就是帕斯卡

尔的《致外省人信札》与《思想录》。先请看下面一段材料：

① 夫!"#$%，设心奉敬，遵守戒命，则生死大事及行善去恶之大本，建矣。
② 关系甚重，利害甚分。信之大利，而不能小害；不信之大害，而不能小利。
③ "&'(，何也？
④ 令尔!")*"，则今已免不识大父母之罪，且能虔心奉戒，死后升受天堂之真福，利莫大

矣；如!)*'，则亦莫能讨尔信之微讹，何害之有？况非讹哉！
⑤ 其"('&，何也？
⑥ 如尔+!")*"，即负不信、不识、不奉尔大父母之咎；又谁助佑尔为善远罪，以脱死后永

年猛殃？(,-？况既不信有主，亦不望行善有赏，不畏行恶有罚，纵横为恶，益无顾惮，(.,-？
无利，不必言矣。

⑦ 信之哉！
⑧ 不然，审判之时，天地大主问尔曰：尔大父，奚不孝？尔大主，奚不敬？马牛狮狼皆识恩主，

赐尔灵性，超绝万类，生物万汇为尔施用，保护尔命，救尔难，申尔福，奚不求信识、奉事恩主？

⑨ /0,123？不俟迫危之期而先虑，预备真智，+456哉？①

这分明是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法国乃至世界上 １７世纪最具天才与争议的科学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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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１９６６年，第 １０２—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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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①对上帝存在的“打赌说”证明！不过考虑到帕斯卡尔的生平及其包

含有“打赌说”的《思想录》一书最早自 １６５８年开始动笔，迟至 １６７０年才在法国首版②，而上面引文出自
《天主实义续篇》第一章，《续篇》是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庞迪我在华期间所著中文文献，早在大约 １６１７ 年
就已经有中文抄本行世。（下文引用本材料，一律简称为《续篇》。原文不分段，此处分段并加标点。为

强调论证的逻辑，引文添加了序号。）

庞迪我（Ｄｉｅｇｏ ｄｅ 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号顺阳，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１５９７ 年 ７ 月抵达澳门，１５９９
年 １１月进入中国内地。③其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很快就被利玛窦选为在华传教的助手。庞迪我是极少数
来华的西班牙耶稣会士之一，他在中国传教 ２１ 载，在北京就生活了 １７ 年！身为利玛窦的同工，然而庞
迪我却不能算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利玛窦两人间的关系复杂且微妙，庞氏本人

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庞迪我影响最大的中文著作是《七克》，今人相关的研究也最多。④而《天主实义续篇》则少人问

津。其中缘由之一当然是利玛窦《天主实义》影响足够大到可以遮蔽庞迪我《续篇》的光芒，更重要

的一个原因或许因为《续篇》是我国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系统介绍基督教上帝论的专书。由于今天的

人们对上帝观的漠视，毕竟“上帝死了”已经很多年了，研究者们对《续篇》的兴趣有限也就不难理

解。然而，随着上面两段关于“上帝之赌”引文的发现，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庞迪我这本著作在中

西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再联想到帕斯卡尔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所发挥的巨大能量与作用⑤，我们

还需要把庞迪我和帕斯卡尔放在一起深入考察。帕斯卡尔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与重要性亦

需要学界重新审视。⑥

庞氏于 １５９７年到达澳门，先后在南京、北京传教，后遭流放，１６１８ 年 １ 月卒于澳门，⑦彼时帕斯卡尔
尚未出生。也就是说，庞氏的新学说不可能是对帕斯卡尔上帝之赌的译述。相反，依据笔者掌握的新史

料，帕斯卡尔倒是非常有条件受到庞迪我著述的影响。因此，庞迪我《天主实义续编·第一章人宜认有

天主》中“上帝之赌”与帕斯卡尔《思想录·第三编必须打赌》中“打赌说”之间的关系就有待我们厘清。

庞迪我的证明是本文新提出，而学界对帕斯卡尔的证明则往往“上帝之赌”、“打赌说”、“帕斯卡尔赌注”

等多种说法并行。本文对于庞迪我的证明用“上帝之赌”来概括，而对于帕斯卡尔的证明用“打赌说”来

指称。这里的区分纯粹是为了行文表述上的便利，并不刻意强调两种说法蕴涵上的不同。⑧

帕氏的证明见于《思想录》第 ２３３节。被称作帕斯卡尔“打赌说”的中心内容是下面这些话（帕氏原
文不分段，序号为编者所加，同样是出于强调逻辑层面以及与上段庞迪我“上帝之赌”引文对照进行比

较解读的目的）：

① 让我们说：“789:;<=>+9:”。然而，我们将倾向哪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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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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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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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格鲁秀斯：《帕斯卡尔》，江绪林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 ３—１０页。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 ５２２—５２５页。
［西］贝亚特丽斯·蒙科：《耶稣会士庞迪我和科尔特斯的中国行纪》，孟庆波译，《世界民族》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西］庞迪我：《七克》，见吴相湘编：《天学初函》第 ２册，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第 ６８９—１１２６页。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年，第 ８０—８２ 页；晏可佳：《中译本

序》，见［法］布莱斯·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晏可佳、姚蓓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 ３—６页。
学界已逐渐意识到帕斯卡尔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特殊作用，关于此问题国内较新的研究，参见黄佳：《〈致外省人信札〉与中

国礼仪之争———从决疑论角度试析帕斯卡尔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的解读》，《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７３—７６ 页；方豪：《影印〈天主实义续篇〉序》，见吴相湘

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 １册，第 １１—１２页。
关于帕斯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这种特殊方法，一般有“上帝之赌”、“打赌说”、“帕斯卡尔赌注”等种种译法，英文则一般用

“Ｐａｓｃａｌｓ Ｗａｇｅｒ”来指称。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１６—２２２ 页；王幼军、甄玉君：
《帕斯卡尔赌注的数学思想及其逻辑结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Ｊｅｆｆ Ｊｏｒｄａｎ （ｅｄｓ．），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ｏｎ Ｇｏ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Ｐａｓｃａｌｓ ｗａｇｅｒ，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４；Ｉａｎ Ｈ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ａｓｃａｌｓ Ｗａｇ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２，
１９７２，ｐｐ．１８６１９２。



② 在这上面，理智是不能决定什么的；有一种无限的混沌把我们隔离开了。
③ 这里?@A>#BCD，……不得不赌；这一点并不是自愿的，你已经上了船。
④ 然则，你将选择哪一方呢？让我们看看吧。既然非抉择不可，就EFGHIJKLMA&

(NOPQ。
⑤ 你有两样东西可输：即真与善；有两件东西可赌：即你的理智和你的意志，你的知识和你的

福祉；而你的天性又有两样东西要躲避：即错误与悲惨。

⑥ 既然非抉择不可，所以抉择一方而非另一方也就不会更有损于你的理智。这是已成定局的
一点。

⑦ 然而你的福祉呢？EFGRS#TC789:U#VWAXYZ。
⑧ EFG[\U]^_`ab-Mcd;MecXd#fgb-Mhd;Mi#'jY。
⑨ kl;Me+mnopC789:Z。①

晚明中西上帝观比较研究的一系列案例已经很能说明关于明清间耶稣会士汉语著作中上帝论的研

究非常有趣并大有深入拓展的空间。帕斯卡尔“打赌说”于西方有很深刻的影响，甚至有所谓“信仰的

飞跃”②之说，而科学上概率论的产生也与“打赌”有着不小的干系。然而从时间上来看，无疑是在中国

对国人实用理性感同身受的庞迪我率先提出了“上帝之赌”的证明。那么，本文所设的问题是：到底是

谁的“上帝之赌”？帕斯卡尔与中国有着一种怎样的联系？

实际上帕斯卡尔和另一大思想家莱布尼茨一样，堪称比较早接触到中华文化并受其影响的欧洲人。

对他们思想或者是科学研究产生很大推助的中国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来自这些耶稣会士汉学

家们的文献。对于这一点，只要对毕诺所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稍加浏览就会清

楚。汉学家孟德卫曾经开列出“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诠释”这一课题研究中的六个方面，并认为其中的三

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答，而对于中国哲学传向莱布尼茨的路径及中国哲学在莱布尼茨思想形成过程

中重要性的“层级”还需要厘清并做出科学判断。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素为学界所重且已

有很大进展，现在正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等待新的突破。③而关于帕斯卡尔与中国的研究却长期

隐而不彰。

就笔者阅读所及，国内外学界的讨论基本上仍然还没有超出 １９７１年就已经出版的法国哲学思想史
专家维吉尔·毕诺（Ｖｉｒｇｉｌｅ Ｐｉｎｏｔ）所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的范围与程度。法国比
较文学大师艾田蒲（Ｒｅｎé Ｅｔｉｅｍｂｌｅ）于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接续出版的二卷本巨著《中国之欧洲》重在揭示中国
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影响以破除欧洲中心论并重塑中国形象，其对帕斯卡尔与中国寥寥的文字叙述，与

艾田蒲的另一本专著《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一样，表明艾氏认为帕斯卡尔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④国内

方面，在耿癉、钱林森、许钧等学者的热心推动下，１７—１８ 世纪的中法关系史的翻译与研究取得较大进
展（具体研究见笔者的随文引用）。但关于帕斯卡尔与中国的专题，还没能像莱布尼茨与中国、伏尔泰

与中国的研究那样取得较大的突破，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研究，更没有形成专著出版。这与当前帕斯卡

尔在我国的盛名与影响力并不相称。而本文所集中讨论的“上帝之赌”说或可对帕斯卡尔与中国的专

题研究有所创新与推动。实际上莱布尼茨与帕斯卡尔两人是与中国纠缠在一起的三方，帕斯卡尔与中

国关系的考察会带给我们重新考量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的兴趣。帕斯卡尔之于莱布尼茨有相当的影响

是确凿无疑的事情，而莱布尼茨受到耶稣会影响，帕斯卡尔也曾受到耶稣会影响，帕斯卡尔又影响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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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第 １２３—１２４页。
陈德中：《帕斯卡尔打赌说与信仰的飞跃》，《法国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
孟德卫：《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见李文潮、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 ３００ 周年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文潮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４５—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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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尼茨。在中国耶稣会———帕斯卡尔———莱布尼茨之间有没有一条隐约可辨的影响线？这也是本文尝

试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将调转镜头，将讨论聚焦在庞迪我《天主实义续篇》———这本关于上帝论的专书———中

所涉及的对上帝存在的一种特别的证明上，那就是“上帝之赌”学说。我们将会发现，庞迪我的这一证

明，与帕斯卡尔的“打赌说”在证明的逻辑进路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却又充满中国色彩。尽管后者已经

获得了世界级的影响，而前者却默默无闻、少人问津，甚至就连专门治基督教的国内外专家也从来没有

研究过，本文的探讨尚属首次。

资料方面在掌握今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庞迪我的《天主实义续篇》、《具揭》及《七克》、帕斯

卡尔的《思想录》、《文选》及《致外省人信札》等文献为主。研究拟分二步：第一步以庞迪我的“上帝之

赌”、帕斯卡尔的“打赌说”与中国耶稣会为中心，不仅要努力考辨庞迪我在中文语境下提出的“上帝之

赌”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帕斯卡尔“打赌说”两种学说各自的产生背景、思想蕴涵，更要努力厘清两者间是

否存有一种影响的可能性；第二步则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道德神学、圣经年代学以及上帝存在

的证明这三个方面全面梳理帕斯卡尔与中国社会宗教的渊源，辨析莱布尼茨、帕斯卡尔与中国耶稣会之

间的三角关系，冀望在中国还原出真正的帕斯卡尔。

一　 庞迪我“上帝之赌”与帕斯卡尔“打赌说”

“上帝之赌”见于庞迪我所著《天主实义续篇》，对明清天主教历史稍熟悉的读者一望题名便知其与

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关系匪浅。１６５４年刊行的卫匡国（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１６０７—
１６６１）所撰之拉丁文书目已经收入该书。方豪根据卫匡国所收皆为已经刻印之书，且据首页“清漳景教
堂重梓”字样，推断其出版最早也当晚于 １６２５ 年景教之发现。因此，推定《续编》的刊刻时间在 １６２５—
１６５４年之间。但是在此时间段之前，肯定就已经有抄本先行流传开来，因为 １６１８ 年庞迪我就已经在澳
门去世。据裴化行所著《西书汉译考》可知约在 １６１７ 年《续篇》已经有抄本行世。①张铠《庞迪我与中
国》文末附录之一《庞迪我年表》，判断“大约在 １６１６ 年或 １６１７ 年以前，庞迪我曾写下《天主实义
续篇》”②。

综合以上诸家，可以认定《续篇》作于 １６１７年之前，刊刻于 １６２５—１６５４年之间，约在 １６１７年就已经
有抄本行世。卫匡国对该书内容有很好的概括，“证明天主之存在，并充分解释其特性”③。实际上，庞

迪我于繁忙的传教工作之余撰写这部共计 ２０ 章的著作，其目的正是在《天主实义》这本中国教会最
有名的宣教书籍的前两篇对上帝论的初步绍介基础之上，对基督教神学的这一个重要方面作专门详

尽的阐述。该书之所以名为《天主实义续篇》，其意大概正本乎此。与要理问答相对应，此书准确的

身份定位应该是一部教义书，可以说庞迪我所著《天主实义续篇》是我国第一部深入全面阐释“上帝

论”的专书。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上帝之赌”这一新学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之出现，就值得我们

深思了！

而关于《思想录》，这是帕斯卡尔为撰写护教学的著作《辩护基督教》而匆匆写下的简短笔记和思想

片段。众所周知，《思想录》结构凌乱，作为最长片段之一的第三编“必须打赌”尤其突出。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种学说各自所经由产生的土壤。对于帕斯卡尔的“打赌说”，首先必须注意到

帕斯卡尔的特殊地位。帕斯卡尔是介于中世纪和启蒙时代之间的可谓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从其思想的

超前性以及对后世延绵不断的巨大影响来看，帕斯卡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

之一，有时甚而被指责为新教的同情者。帕斯卡尔既是科学家更是思想家，相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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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方豪：《影印〈天主实义续篇〉序》，第 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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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对宗教信仰至少持有同等（甚至更为投入）的热情。帕斯卡尔严厉指责他的同胞笛卡尔对科学过

分穿凿，以致严重割裂精神与肉体。在对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与法国怀疑论者、人文主义思想

家蒙田两个人思想批判与发展的基础上，帕斯卡尔舍弃了中世纪的自然神学，在《思想录》里提出一种

全新的有神论，进而建构出自己的不与科学相违背的哲学护教学。①其努力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能引

人寻求上帝的一封信”：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打赌学说。

中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用自然神学概念试图经由自然界逻辑地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帕斯卡尔觉察

到了人与上帝之间实际上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理智障碍：人类理性的限度，以致我们既不能认识上帝的

存在也不能认识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与人类及其认识有着质的不同，他既不广延，也没有限度。②在帕

斯卡尔看来，就其本质而言人不过是一根苇草，身体的物质性与大自然的一切相比是那般渺小脆弱，但

人又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灵魂的非物质性使这根苇草又高居于大自然之上。通过以下话语可以窥见

帕斯卡尔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及其主张：

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

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赞美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

人。人类的伟大与可悲是那样的显而易见，所以真正的宗教就必然教导我们：人类既有着某种伟大

的大原则，同时又有着一种可悲的大原则。③

“可悲的大原则”显明信仰的必须与上帝存在的必要，“伟大的大原则”显明实现信仰与发现上帝的

可能。帕斯卡尔需要根据以上两个大原则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应：凭什么我们就应该相信那位“隐匿的

上帝”将会奖赏信奉者并惩罚背弃者呢？既然人类的理性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帕斯卡尔试图引入概

率论的思想来解决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展开了一段对人自身及其所处境况的哲理化思考之旅。这就

与中国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传统留下了对话的空间。

中国的赌博传统与原始宗教同源。国人痴迷于赌举世闻名，愿赌服输（譬如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

一种赌博是猜对面随机来车的单双号），把命运交给上天的安排选择，这种信奉天道中心思想的民族性

格，实质上也是一种自然神学。因此，赌博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尽管这种宗教性与基督教的上

帝关系不大，但并不妨碍产自欧洲的“打赌说”与产于中国的“上帝之赌”开展对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④国家经由仪式化并安排专职人员，使祭祀、占卜与宗教系统地融合在一起成

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工具；而下层社会不仅仅把赌博当成一种博戏娱乐的手段，小赌怡情，更是集体性强、

权力差距大的宗法社会中的一种日常与节假日休闲的家庭组织方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国

民心态与“亲赌”品性，正是“上帝之赌”所得以产生的中国土壤环境。而“上帝之赌”思想之所以会在庞

迪我的中文著作中产生，作为专门阐述上帝论的教理书，其布道经历及对中国的理解，使其融合了中国

人的实用理性与道德色彩。这说明了博弈论与中国传统哲学间也有着深层的对话关系。

实际上，明末清初儒家士大夫遭逢西来的天主教时的种种反应颇可以为笔者的这一观察增添许多

可资证明的有趣案例。其典型者，如徐光启和许乐善等人。在坎坷科举之途“爬了一辈子烂路”，可谓

屡试不第的徐光启⑤，长期只育有一子，家里人丁不旺。然而已经四十二岁的徐光启却在万历三十一年

（１６０３）决心皈依天主教以后，即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高中进士且在同一年家里也喜添长孙。自此不
断加官晋爵，家族也是香火旺盛直至男女孙各五的规模。⑥徐光启在信教后可谓时来运转，据柏应理的

记载，光启常颂天主默恩，其诸多逢凶化吉的传奇际遇也被耶稣会士描述成坎坷人生路上努力寻求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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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格鲁秀斯：《帕斯卡尔》，江绪林译，第 ８—９页。
③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第 １２２页；第 １７６、２０３、２０８页。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９１１页。
徐光启：《家书》，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４９６页。
梁家勉原编，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８—１９页。



安慰与护佑的柱石①，这与学界一般认为徐光启入教类型为深思熟虑后的“理智型皈依”存有一定的张

力②。关于许乐善，他与徐光启私交甚密且有姻亲之谊，然而其入教前后的遭遇则与光启截然相反。③不

幸的个人与家族运命与其出入佛耶的信仰抉择纠缠在一起，令人对中国传统社会宗教的属性不由感叹

深思。关于这一话题，笔者拟另文专论，此处不宜展开。

在梳理帕斯卡尔与中国联系的时候，西方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与帕斯卡尔差不多是同时

代人的莱布尼茨也纠缠了进来。众所周知，莱布尼茨对计算机的兴趣正是源自帕斯卡尔，帕氏发明了世

上第一台机械式数字计算机，一般的解释是帕氏钻研的动机是为了减轻父亲税务计算中枯燥费力的劳

动。而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八卦间的关系却饱受“影响的神话”所困扰，成为我国哲学

史、科技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谜题。

长期以来两者间的关系，从知识竞赛试题关联爱国主义教育到断然肯定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

《周易》无关，又从影响存在无疑进而判断其种类属于“启发生成型”还是“旁证确认型”，再到争论伏羲 ／
邵雍与莱布尼茨到底谁拥有二进制的优先权，种种结论就像过山车一样，在极限的两端摆来晃去。现在

的研究已经表明，莱布尼茨发明计算机算法中的二进制在“启发生成”阶段就受到易经及其卦图的影

响，后来又与白晋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研究互相参证，于“旁证确认”阶段进一步发现了二进制

的使用价值并正式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论文。那么，本文所聚焦的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与中国，会不

会一样陷入“影响的神话”怪圈？如果说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中国易经八卦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看为依

序递进深入的三个阶段④，当下学术界已经有一个可以大致接受的普遍结论，那么，对于帕斯卡尔“上帝

之赌”与中国关系的深入开掘，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帕斯卡尔的思想就构成为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如果说“从帕斯卡尔经莱布尼茨至

康德的这一线索，提供了近代思想史上最值得探索的课题之一”，而此环节或者线索“却常常为历来的

研究者所忽略”⑤。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庞迪我、卫匡国等耶稣会士作为中介所推广的中国智慧，

在以上环节的转变及其衔接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帕斯卡尔、莱布尼茨与中国耶稣会之间存在着

一个类似于三角式的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

二　 帕斯卡尔与中国

帕斯卡尔很深地卷入了“中国礼仪之争”，其对中国耶稣会有关材料的阅读，对其传教方法的批判

与思考在《致外省人信札》与《思想录》第十四篇中集中显示出来，关于耶稣会决疑论道德神学或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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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２１４页。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８８—９６ 页；孙尚杨、［比］钟鸣旦：《１８４０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
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９６—１９９页。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８４—８７页。
笔者把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划分为递进深入的三个阶段（未必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逻辑顺序）：第一，模糊笼统地认为

二进制的发明受易经影响，与国人“古已有之”心态与爱国主义教育正相关；第二，深入辨析二进制的产生与易经无关，说明中国科技史

的研究逐渐开始理性正视历史却受限于视野与材料；第三，终于有研究者深入开掘并穷尽中西两方面的史料文献，深度辨析不可能无关，

而是受其影响。三个阶段的进展说明研究逐渐摆脱视野及史料的局限，转入判断影响类型属于“启发生成型”还是“旁证确认型”，并由

“影响之争”逐渐转为“优先权之争”。参见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五章“二进制数与
《易》图符号”尤其是第三节“澄清一个误传”，第 １１７—１３６页；［美］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７—６３页；李文潮、Ｈ．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 ３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文潮等译，特别是第
三章《易经与通用字符》，第 ９０—１７５页；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耿癉：《莱布
尼茨与中学西渐———评法国汉学界近年来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几部论著》，《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４ 期；朱新春、朱光耀：《〈易经〉
的“影响”与莱布尼茨的“优先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何兆武：《译序》，［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第 ２—３页。



学说，帕斯卡尔写下了以下几段话：

或然性———他们非常可笑地解说了确实性；因为肯定了他们一切的道路都是确实的之后，他们

就不再把引向上天并且由此并无不能达到上天的危险的东西，反而把引向上天而并无脱离那条道

路的危险的东西称之为确实的。

或然性———假如或然的就是确实的，那么圣者们追求真理的热诚就是枉然了。

这便是各族人民的罪恶与耶稣会士的罪恶的结果了：大人物希望受人奉承；耶稣会士则希望受

大人物宠爱。他们都不愧是委身于撒谎的精神，一个是欺骗，另一个是受骗。①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帕斯卡尔一边猛烈讽刺与攻击耶稣会在华传教中所依据的决疑论道德

神学———或然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决疑论，一边又运用或然性（也就是概率，在《思想录》中译本里被译成
或然性）证明上帝存在的确定性。这是何其吊诡的一件事情！这固然反映出帕斯卡尔思想中一贯的深

刻矛盾，但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帕斯卡尔思想的中国来源不容忽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热衷于接受并阐释帕斯卡尔思想的伟大并积极探索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平行影

响，我们似乎忽略了挖掘帕斯卡尔与中国间还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实际联系与直达心灵最深处的那种共鸣。

帕斯卡尔与中国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互有联系的方面：道德神学与中国礼仪之争（耶稣会 ／詹森
派）、“上帝之赌”与庞迪我（证明上帝存在 ／或然性）、年代学与索隐派（圣经创世记 ／中国上古史）。通
过非凡的联系与共鸣，帕斯卡尔思想中那种有着很大矛盾与极强张力的“两面性”同中国社会宗教的

“双向性”史诗般地相遇了。下面笔者将梳理帕斯卡尔与中国三个方面的联系，尝试在中国还原出真正

的帕斯卡尔。

第一，道德神学与中国礼仪之争（耶稣会 ／詹森派）。
礼仪之争是中西思想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帕斯卡尔与“中国礼仪之争”有直接的交集。帕斯卡尔以

其《致外省人信札》一书，深深卷入了那场关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大论争。

帕斯卡尔受詹森派思想熏陶，强调“原罪思想”与神恩拯救的重要性，在神学伦理学上倾向于预定

论。这就与中国耶稣会基于“利玛窦规矩”所倚重的“或然论”的伦理神学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汉学

家们用一种或然的决疑论克服了在华传教所面临的与教会神学相磗格的一些根本性的，在中国传统礼

仪的宗教性判断上所产生的巨大分歧，张扬出自由意志在恩典观中的能动性。这为以奥古斯丁预定论

恩典观为准则的詹森派所难容，詹森派和耶稣会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或然论。

《致外省人信札》的写作与詹森派的一名重要领袖阿诺尔（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ｒｎａｕｌｄ，１６１２—１６９４ 年）有关，
属于“命题作文”。一般认为帕斯卡尔所使用的批判中国耶稣会的事实和材料来自阿尔诺及其《耶稣会

士的实用伦理学》等著作，因为该书第二卷用了大量的具体情节阐述中国耶稣会的在华行为、传教手段

并予以冷嘲热讽与猛烈抨击。根据毕诺和钱林森等人的发现，帕斯卡尔对来自中国的事务非常关心并

做了深入的研究。但帕斯卡尔关于中国耶稣会方法问题的更多知识现在看起来似乎另外有一个更加丰

沛的源头，它“后来向帕斯卡尔提供了反对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根据后者，帕

斯卡尔把“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福音的方法问题”昭告给欧洲的大众②。

因此，在《信札》中，帕斯卡尔能够对“中国礼仪之争”相当了解，他严词反对耶稣会的传教策略。③帕

斯卡尔对耶稣会重点宣讲那位“荣耀的人子”而有意隐瞒“受苦的基督”等所谓妥协与让步的做法大加

批判，“耶稣会道德”成为贬义的说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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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各色人等都有所准备，他们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普遍认为上帝

被钉十字架是一条愚蠢的教义的世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冒犯会暂表隐忍，而只是宣扬那位荣耀的

而不是受苦的耶稣基督。①

正是这种对于“中国礼仪”在了解之后的尖刻攻讦，再加上作者一贯晓畅有力、充满哲思的文风，在

欧洲詹森派与耶稣会所开展的激烈斗争中，帕斯卡尔撰写的《致外省人信札》一书，被看成为反对力量

投向耶稣会的“一把匕首”，给耶稣会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龙华民、利安当、黎玉范在“中国礼仪之争”爆发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分别是把争论从修会

内部、不同修会之间一直燃烧到梵蒂冈的话，那么帕斯卡尔的作用则是把分歧揭示给欧洲大众。帕斯卡

尔用其檄文《致外省人信札》把“中国礼仪之争”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其结果就是“耶稣会士的实用伦

理学”自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指责，终至“中国礼仪之争”以教皇的通谕禁止收场。争论从中国耶稣

会内部、中国的不同修会之间、罗马教会至欧洲大众，在不同的层面先后爆发，帕斯卡尔补上了战火蔓延

链条的一环。本来属于神学上的歧见，论争一开始也仅局限在修会内部，“中国礼仪之争”为什么在东

西方都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礼仪之争难题”的破解说明问题自身与中西两方面的学统都有渊源。

第二，“上帝之赌”与庞迪我（证明上帝存在 ／或然性）。
耶稣会一贯热衷于世俗的事务，庞迪我也不例外。其所著《具揭》所涉与“南京教案”七个方面的具

体内容②以及无意中透露出的耶稣会对明政府内部刊物“邸报”信息的及时掌握就为一明证。③另外，庞

迪我还认为“其东西两所无异，何所拣择”④，主张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带来了中西文明的对话。这些对于

帕斯卡尔的影响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对于帕斯卡尔对耶稣会的攻讦及其与中国的联系我们更倾向于将

其解读为一种反思性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如同帕斯卡尔面对斯多葛派的爱比克泰德与人文主义思想

家蒙田两人的思想所做的那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帕斯卡尔与中国联系的这两个方面———对耶稣会在

中国传教的或然论极尽嘲讽之能事与利用或然性来“引人寻求上帝”的“上帝之赌”———不是绝缘的。

“打赌说”在本质上是否是一种“或然论”？帕斯卡尔是否在用另外一种形式的“或然论”进行上帝

之赌？帕斯卡尔支持詹森派的预定论，帕斯卡尔赌注正是要用实用理性来显豁上帝存在的确定性超越

于或然论之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尔引入概率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概率”中

文恰亦译为“或然性”！上文已经表明，帕斯卡尔撰写这封“引人寻求上帝”之信其根本目的正是要说明

信仰上帝存在具有完全的确定性。质言之，帕斯卡尔正是要用一种打赌的“或然论”摆脱耶稣会士决疑

论的“或然论”，回归所谓确定性。这表明了作为天主教道德神学的或然论、上帝存在证明的“打赌说”

与作为科学重要分支之一的概率论三者之间微妙的联系。

既然帕斯卡尔在撰写《致外省人信札》的过程中确凿无疑地读到过来自于中国的耶稣会士的相关

著述并有所引用，并且以上的论述也表明帕斯卡尔“打赌说”与庞迪我“上帝之赌”两种学说具有同样的

手段：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角度思考上帝的存在问题；具有同样的目的：显明信仰上帝存在具有完全的

确定性；甚至也具有大致相同的论证框架（见第一节）。那么帕斯卡尔接触过庞迪我《天主实义续篇》并

受到其中“上帝之赌”学说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实际的影响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知道，根据耶稣会的通讯会规，在外传教的耶稣会士必须每隔三个月向总会长通讯汇报，后来此

种通讯发展成为年度报告。庞迪我于 １６０２年 ３月 ９日向古茨曼神父发出的首封长信，共有 ２５５ 页。他
的信件似乎极受欢迎，一到西班牙就于 １６０４ 年陆续在多地出版，并随之先后被译成法语（１６０７ 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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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１６０８年）、拉丁语（１６０８年），英文版则于 １６２５年发表。①因此，庞迪我的有关著述早已经在欧洲尤其
是法国传播开来。帕斯卡尔自 １６５６年才开始动笔撰写《思想录》，对来自中国的材料极感兴趣的帕氏
有充足的时间与条件接触到“上帝之赌”学说。实际上，《思想录》文字本身至少有第三、第九、第十四这

三编的内容与中国确凿相关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庞迪我于 １６１８年去世，而帕斯卡尔生卒年为 １６２３—１６６２，并且两人生活的 １７—１８世纪正是中国传
统文化影响西方的高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有一大批哲学巨匠如蒙田、魁奈、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勒

伯朗士、培尔、圣西门、莱布尼茨从中国思想中汲取养料后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都不约而同、无一例外

地受到了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从传教士的游记、年报或他们研究中国的大量著述中接触与学

习东方文化。对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很多论述与成果，这里没有必要赘述。而帕斯卡尔与中国两者之间

互动与影响的轨迹也不例外：两者通过中国耶稣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较重要的一条线索是法国巴

黎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同一版本的《续篇》三本（即笔者所用清漳景教堂重梓版），

编号为 Ｃｏｕｒａｎｔ ６８４８—６８５０。这说明帕斯卡尔有条件直接读到过《续篇》并对“上帝之赌”思想有所了
解。②由于年代久远，除了基于现存的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庞迪我的《天主实义续篇》中的文字以及笔

者掌握的有关史料进行分析阐释以外，或许再也不可能更加详细地考证出帕斯卡尔到底是如何接触到

庞迪我《续篇》第一章中的“上帝之赌”说，而具体如何影响其《思想录》的撰写与“打赌说”的创制了。

这也是史学中影响研究的普遍困难。帕斯卡尔在欧洲的中国热中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作中形成了对

中国思想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上帝之赌”学说。帕斯卡尔之于中国，与培尔、马勒伯朗士、莱布尼兹、

伏尔泰等哲学家对中国礼仪的思考与受影响历程大致相仿。③这一点恰如艾田蒲所言：“中国礼仪之争

有着另一个好处：迫使欧洲对中国与孔子思想的关注。”④应该说，帕斯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打赌说”，

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

第三，年代学与索隐派（圣经创世记 ／中国上古史）。
１６５８年，耶稣会士卫匡国所著《中国上古史》在慕尼黑首版，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思想地

震。⑤卫匡国此书一大影响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纪年动摇了圣经编年及创世说，很可能与庞迪我《天主

实义续篇》的影响模式相类似，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关于“中国的历史”的一段思考表明他也卷入到

这场辩论中来，并提出了他那一贯的帕斯卡尔式的对于问题矛盾属性的深刻洞察与双重阐释：

中国的历史———我仅仅相信凭它那见证就扼杀了它本身的各种历史。

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

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

只用一句话，我就摧毁了你们的全部推论。你们说：“可是中国使人蒙昧不清”，但我回答说：“中国

使人蒙昧不清，然而其中也有清晰性可寻，好好地去寻找吧。”⑥

西方宗教自亚历山大的斐洛（约公元前 ２０—公元后 ４０ 年）以来一直有寓意解经的传统，实际上帕
斯卡尔本人就非常善于使用这种犹太教士喜欢的“索隐派”方法，寻找潜隐在《圣经》字里行间的真理。

是摩西呢？还是中国？“帕斯卡尔之问”直接影响了中国耶稣会的索隐派，或者说中国耶稣会中的“索

隐派”学者是被帕斯卡尔带上这条路的。⑦给予耶稣会沉重打击的帕斯卡尔反而激发了中国耶稣会索隐

派的诞生，是不是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正类同于帕斯卡尔一边严厉抨击耶稣会或然论道德神学，一

边反而提出了“打赌说”，用或然率证明了人类应该相信上帝存在的确定性一样。帕斯卡尔与中国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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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非如通常想象中那般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在攻讦中继承，批判中发展的复杂

样态。

进一步，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第五封信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关系、《思想录》第三编“必须打

赌”与庞迪我“上帝之赌”的关系，以及《思想录》第九编“永存性”与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关系等等，

更说明帕斯卡尔绕道中国，对来自异质文明的中国智慧尤其是实践理性的深刻体认与借鉴。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易经及其卦图。受到帕斯卡尔的

影响，中国耶稣会索隐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寓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易经等典籍，努力从中发现上帝

的话语以及基督教的启示。无独有偶，莱布尼茨受易经的影响也做过这一工作，用二进制的 ０ 和 １ 来解
释上帝如何从无中创造了万物。这两个例子是彼此独立的吗？显然不是，耶稣会的汉学家们用他们寄

回欧洲的大量著述与文献资料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帕斯卡尔与耶稣会，莱布尼兹与耶稣会，帕斯卡尔与

莱布尼兹，彼此联结。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莱布尼茨、帕斯卡尔与中国耶稣会间的三角关系。

在帕斯卡尔看来，“认识上帝距离爱上帝又是何其遥远！”①帕斯卡尔表达自己在《思想录》中的精神

和文风，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的区别”，前者的“原则都是显然可见的，但

却脱离了日常的应用”，对于后者，其“原则就在日常的应用之中，并且就在人人眼前”②。“几何学精

神”或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但这种“认识上帝”距离“爱上帝”太遥远了，人类需要的是真正爱上帝。

“打赌说”或者“上帝之赌”个性鲜明，既不属于安瑟伦以来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传统，更非

阿奎那以来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或目的论证明范畴。与上述西方神哲学传统意义上证明上帝存在的

方法显然不同③，“上帝之赌”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引导世人“爱上帝”的证明。因为如果你不爱上帝，不

相信上帝存在，万一上帝果真存在，其代价何其巨大！后果何其严重！帕斯卡尔两次皈依的独特体验带

来了自己信仰上的飞跃，一言以蔽之，帕斯卡尔“打赌说”所要证明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一种存在于实用理性意义中的上帝，“上帝之

赌”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令人“安心”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

帕斯卡尔与中国关系呢？到底是谁的“上帝之赌”？“提到外省人的，除非是外省人”⑤，帕斯卡尔在此

固然有文风上的故弄玄虚之意，但是否也从反面证明帕斯卡尔与“礼仪之争”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与

宗教，与中国耶稣会之间有着不一般的渊源与微妙影响呢？

余　 　 论

一般认为，帕斯卡尔既是概率论的奠基者，更是创造性地把概率理论应用于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第

一人。⑥作为人性间张力与能动性的最佳代表，面对赌徒友人的关切，帕斯卡尔秉承其一贯理性有限度

的宗旨，凭着“人心的理性”发展出“打赌说”，同时发挥其理性能动性，成为概率论的创始人。通过本文

的论述，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结论，依据这些新的发现，我们可以尝试在中国勾勒出一位真正的帕

斯卡尔。另外，本文的结尾提出以下问题，供学界思考。

第一，身处中国语境下的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在其所著《天主实义续篇》提出了“上帝之赌”学说，

在帕斯卡尔的“打赌说”之前，率先解决了上帝存在的确定性问题。

有两点需要我们思考：首先，概率当时汉译为或然性，而或然论神学上的分歧正是“中国礼仪之争”

爆发的重要原因。帕斯卡尔一边在其《致外省人信札》里大肆攻击耶稣会或然的决疑论主张，一边在其

《思想录》里用或然率思想证明上帝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帕斯卡尔与中国，两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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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其次，浸润在具“亲赌”品格和赌博宗教性倾向的中国传统里，庞迪我发展出“上帝之赌”，但其似

乎仅仅满足于经由实用理性证明信仰上帝存在的确定性。尽管这一思想是传教士在中国提出来的。然

而概率论最终没有在中国土壤上成长起来。“上帝之赌”成了考察近古时期华夏文化特性的一个新

窗口。

第二，本文的写作可以引起学界对于“易经与二进制”的案例和“上帝之赌与概率论”案例的比较与

新思考。

易经在我国是群经之首，自古迄今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新的研究认为是先天易启发了莱布尼茨

的二进制发明。然而，无论如何，算术中的二进制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同样地，数千年来具有强大

“亲赌”品性的中国人为什么也同样没能把庞迪我的“上帝之赌”学说发扬光大，并进而在中国大地上产

生系统的现代概率论科学？与此相反，受到易经及卦图影响的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受到“中国礼仪

之争”及庞迪我“上帝之赌”影响的帕斯卡尔提出了“打赌说”及震古烁今的《思想录》，值得深思。

“帕斯卡尔与中国”还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作为代表，足以说明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一种文明对

另一种文明影响研究的复杂性。到底是谁的“上帝之赌”？在中国，如何还原出真正的帕斯卡尔？影响

研究的难度，不仅仅是历史研究中需要厘清真相的复杂性。影响研究也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性。

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所谓“影响”中的因果关系未必成立，有“影响之因”未必必然有“影响之果”，

避免由主观倾向及喜好捏造所谓“影响的神话”；还要考虑到“有之不必然”与“无之必不然”在因果两端

所具有的诠释上的巨大张力。以庞迪我的《天主实义续篇》、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中国礼仪之争”

以及中国耶稣会等媒介所传播的中国智慧，对于帕斯卡尔无疑有着不小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对于

“打赌说”的产生，是“无之必不然”还是“有之不必然”？影响研究的局限性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就如同我们在判断“先天易八卦图与二进制”关系时一样———令研究者深感彷徨无力与莫衷一

是。中西交流史中影响研究的复杂性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到底是谁的“上帝之赌”？经由帕斯卡尔与中国影响这一纵切面，还可以透视中西两大文明

的深层差异。

有着中世纪最后一位教父与最先一位经院哲学家之称的安瑟伦就已经提出“我理解也并非为了信

仰，而信仰却是为了理解”，并宣扬“除非我相信，我就不能理解”①等主张。其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及神学思想实际上开辟了西方社会辩护基督教与理性结合的先河。其后这种“凭理智揭示信仰的合理

性，揭示其内在意义”，进而科学化神学的努力一直绵延不绝。然而像帕斯卡尔这样不但认识到理性的

局限，还能够独辟蹊径，从实用主义辩护角度出发，运用机遇和风险得失等实践性推演来证明上帝存在

的“打赌说”，在西方虽然渊源有自，却绝对算不上神哲学界的主流。②

有必要强调一点，帕斯卡尔《思想录》其不言自明的目的是“引人在那些使得寻求他们的人感到不

安的哲学家、怀疑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那里去寻求上帝”③。也就是说纵然帕斯卡尔提出了在西方传统

哲学中非主流的一种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能说明帕斯卡尔是其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或许理解“打赌说”

是其为说服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而提出的一种“权宜之计”更为合理。其“打赌说”具体的理路与运思

反而和中国的实用精神很是契合。因此，无论是谁的“上帝之赌”，帕斯卡尔都像有先见之明一般，恳切

希望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者：“但愿人们不要说，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题材的处理就是新的；在我

们打网球的时候，双方打的只是同一个球，但总有一个人打得更好些”④，因为“说着同一些事情的人并

没有以同一种方式占有他们，……某人会说一件事本身而不懂得它的杰出，另一个人将懂得它后续的可

叹结论，……同样的思想在它们的作者那里和在另一个人那里有时会完全不同：在它们原生的田野里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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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移栽后变肥厚”①。

帕斯卡尔的“打赌说”当然是新思想，然而庞迪我的“上帝之赌”早已经在中国产生却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国———没有像帕斯卡尔的“打赌说”在西方那样———发展出系统的概率论科

学，其背后的原因固然与中国一贯强大的实用理性传统有关，更与“礼仪之争难题”和中国传统宗教社

会一种深层的“双向度”性质有关。②

再来看看“打赌说”或者“上帝之赌”，“概率”或者“或然性”这两组概念间的联系。在法国，帕斯卡

尔用概率论的知识来证明“打赌说”；在中国，庞迪我用或然性的知识来证明“上帝之赌”。两者深层的

联系是什么呢？

《思想录》第三编的最后一句话：顺序———我害怕自己犯错误并发现基督教是真理，远过于我害怕

自己相信基督教是真理而犯错误。③ 可以看作是总括全篇主旨并标明作者倾向的一句话，流露出第三

编所具有的浓重实用理性特质。帕斯卡尔看透了纯粹理性有限，为基督教辩护，其对象是怀疑论者与自

由主义者。他们既不轻易相信神学的老套说辞，也不容易被无神论所征服。这真的很适合中国。中国

人在宗教信仰上一贯是秉持实用理性立场，大都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实用主义心态，只

求“安心”便心安理得。再联系国人的“亲赌”品格与赌博行为的宗教性特质，使人相信“上帝之赌”学说

不会凭空被庞迪我虚构出来。他可是在中国待了 ２１年。
我们来具体看看帕斯卡尔如何看待“或然性”：

但是或然性所保证的是不是或然的呢？安心与良心的确实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抽掉或

然性，我们就再不能讨世人喜欢；加进或然性，我们就再不能不讨他喜欢。……假如他们不放弃或

然性，他们的好格言就要和他们坏格言一样地不够神圣了，因为它们都是以人世的权威为其基础

的；因而即使它们更公正，那也只是更合理，而不是更神圣。它们抓住的是它们自身就被接种于其

上的那枚野花枝。④

“或然性”抓住的是“自身就被接种于其上的那枚野花枝”，“上帝之赌”正是“那枚野花枝”！它被

“接种于”中国智慧之上。帕斯卡尔之于中国智慧，是一种有选择的吸收借鉴，化为所用的方式。也是

一种借由祛除“蒙蔽”，发现“清晰性”，进而“照亮”自身的方式。⑤

帕斯卡尔与中国，研究才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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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尤其是从全球史角度展开对“礼仪之争难题”与中国传统社会宗教的“双向度”问题的思考，笔者将另有

长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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